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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念的历史意涵:行动、意图与语境

———陈桂生《孔子授业研究》的方法论思想阐释

周兴国

摘要 陈桂生先生所著《孔子授业研究》以孔子授业为研究对象，把《论语》看作是有关孔子
教育实践的记录，即通过语言来显现的教育实践( 授业) 。为把握孔子如何授业这一问题，
《孔子授业研究》主要是从语境而不是从语义出发，来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孔子授业研
究》在方法论上的开创性工作主要表现为:在研究对象上，《孔子授业研究》将孔子授业行为
而不是孔子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取向上，“历史”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有机地
结合，力图把孔子的授业行动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来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以回归我国教育文

化的源头。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相互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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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一部记录有关孔子对其弟子问题所给出的回答的语录体经典。
时代的久远以及语义的嬗变，使得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孔子有着不同的理解。
由此，如何准确地理解孔子乃至真正回到孔子思想的源头，便成为孔学中的一个

理论问题。陈桂生先生所著《孔子授业研究》，以孔子授业为研究对象，不仅在
理论上回应了这个问题，同时亦确立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开辟了一个新的研

究取向，即历史语境中的孔子授业。在教育史研究中，对真实性的追求，即力图
还原孔子教育思想的取向，既在《孔子授业研究》中再现，同时也通过将对孔子
的教育思想研究转向孔子授业的行为研究，并且把孔子的授业放在历史语境中

来理解。原本着眼于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历史的与逻辑的分
析———则在长达十五年的努力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教育史研究方法论。

一、“孔子授业”行为作为对象的教育思想研究

与一般教育史把孔子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不同，陈桂生先生所著《孔子
授业研究》则以孔子的授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是我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极
为不寻常的创新。说它极为不寻常，是因为在已有有关孔子的研究中，特别是在
有关孔子的教育研究中，我们几乎不能见到专门研究孔子的授业行为;也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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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研究的独特取向，从而超出了一般教育史，特别是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常

规，显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在通常的教育史研究中，有关孔子的研究，主要是
通过对《论语》及其相关文本的分析，来揭示孔子的教育思想。所谓孔子的教育
思想，是指孔子对于教育的主张与看法。长期以来，人们试图通过对经典文本的
解读，来提取孔子的教育思想。①然而，当《论语》被看作是孔子及其弟子有关教
与学活动的记录时，这种颠覆常规的研究取向，便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涵。

① 详见:周勇． 孔子与中国名师的专业传统［J］． 全球教育展望，2012 ( 11 ) : 8 － 12． 刘良华． 论语

的开篇与教师的成长［J］． 全球教育展望，2012( 11) : 13 － 17．

《孔子授业研究》的立场是: “不以孔子‘教育思想 '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
孔子授业问题，把孔子授业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观察。”［1］所关注的“不是他的‘教
育思想 '，而是他到底如何授业。”［2］这一研究对象的设定，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
问题的新提出，而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的变革。通常，以孔子“教育思想”为研究
对象的流行教育史，侧重于通过对孔子言论所蕴含意义的阐释，而获得关于孔子

对于教育的认识、观念、主张与立场;或者试图通过孔子的言论———《论语》及其
显示出来的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言论，以及通过对《论语》作为经典的文本分析，
来阐明孔子的教育思想。但《孔子授业研究》的方法论的前提则是:通过孔子的
教育实践( 授业) 来揭示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孔子授业行为而非以孔子教育思
想为研究对象，这正是《孔子授业研究》不同于一般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的独特
之处。
授业作为一种行为，并不同于以语言来表达的思想。通过语言即通过思想

家借以表达其思想的概念和命题来阐明某种思想或观念，是教育思想史研究最

通行的方法。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要通过对某个行为的分析来把握某个思想
家的教育思想，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难就难在，研究者首先要了解某个行
为本身，例如在《孔子授业研究》中，就要了解孔子是如何授业的，然而，现有的
文献资料对于这方面的信息透露是极其有限的。虽然如此，如果研究者把经典
文本的内容看作是语言行动，即通过语言来行事的话，那么研究者也就从中能够

获得极为重要的但在传统的研究中不会给予关注的信息，借助这类信息研究者

就可以重构某些行为，从而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来获得对行动者思想观念的把握。
当研究者试图把经典文本的语言看作是语言行为，而不仅仅是概念和陈述时，则

其中所隐含的方法论思想便已然显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理解语言和理
解语言行为，是需要采用两种不同的理解策略的。当研究者把言说看作是一种
行为时，这样的立场就会促使研究者把《论语》的孔门师徒对话，不是当作经典
的文本来分析，而是看作实实在在通过语言来显现的教育实践( 授业) 。这种立
场意味着，研究者是从语言行动的角度来对待观念和概念。“在语言行动中，内
容和表达之间没有严格的差别，但是风格、词汇和其他表述的维度是……内容的
一部分。”［3］而如果仅仅把经典文本看作是思想的语言表达，那么研究者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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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待文本，并且把经典文本看作是孤立的对象。当经典文本
被看作是语言行动，并且其意涵的理解不仅仅服从于文本的表达 ( 概念或语

词) ，而且还必须要考虑到语词所使用的语境。
《孔子授业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开创性工作正在于，它把《论语》看作是有关
孔子教育实践的记录，即通过语言来显现的教育实践( 授业) 。这是一项极为艰
难的工作。对《论语》中微不足道信息的敏锐把握，对历史语境的了然于胸，以
及浓厚的语言阐释力，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识基础。为此，陈桂生先生
“历时十五载，经过四个阶段的摸索”，［4］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干扰中以及在
有关《论语》语境文本缺失的背景下，对孔子授业情况有了一个系统地把握。虽
然作者给自己研究的定位是: 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分析与综合，了解孔子授业实

践;虽然作者曾自言“能了解多少是多少，不求全，不求系统化，也不求甚解”，［5］

但是《孔子授业研究》有关“君子之教”、“学与思”、“启发”、“因材施教”等研究，
以及“外篇”所涉及到的《荀子》《孟子》《大学》《学记》等相关研究，不仅向人们
提供了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系统而全新的认识，而且也向人们显示出一种新的方

法论和新的研究取向。
《孔子授业研究》的取向是“把《论语》中提供的同孔门师 －弟子交往相关的
信息，全面地加以分析。把相关信息归类。或从同类信息中作出概括，或把不同
类的信息加以比较，用不同或相反的信息相互验证、校正; 以平常心看待同孔子
授业相关的信息，避免使孔子授业在古今授业文化对比与中西文化节对比中错

位。”［6］这种研究取向表达了历史观念阐释的思想意涵，即在历史观念的阐释
中，努力做到“避免错位”。
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常使得历史研究出现“错位”问题。已有教育思想史研

究的错位问题，主要有“中西错位”和“古今错位”两种表现。“中西错位”通常
表现为以西方的观念和概念来诠释作为中国教育文化源头且完全不同于西方教

育的孔子的教育思想。例如，以“课程”的概念来解释“礼”“乐”“射”“御”“书”
“数”，以教材来解释《礼》《乐》《诗》《书》;“古今错位”主要表现为，以今人的认
识和观念来诠释孔子的言论，如以“教育平等”来解释“有教无类”，如此等等。
历史错位所带来的后果是随着对孔子教育思想解释的丰富与深入，我们离孔子

的思想本源也就越来越远。历史研究的错位，在教育思想研究中如此普遍流行，
以至于它已经开始成为一种不受任何质疑的研究范式。
教育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错位问题，与研究者仅仅从语义的角度来分析经

典文本密切相关，也与研究者的某种心态相联系。恰恰是从语义出发或基于历
史文本的概念阐释，为满足研究者的某种心态提供了条件。当历史研究者试图
把过往的教育思想看作是表达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工具时，教育思想史家就会

对过往的教育思想作有利于他自己诠释的取舍，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时
代之用者取之，不合时代之用者则舍之。这种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取向，在某种意
义上具有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而要实现这样的研究取向，所用的策略便是以我
们时代的话语体系来重新诠释过往的借以表达教育思想的概念( 语义) ，对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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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教育思想进行话语系统的转换工作。对过去教育思想的理解就会演变成用
自己的话将教育思想家的观点进行梳理、排列与转述，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就演成
为低水平的对过去教育思想的叙述。据说这种转换工作的价值，在于“古为今
用”，在于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假设，即过往的教育思想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
值。至于这种转换本身是否合乎思想自身的逻辑，是否合乎教育思想家的本意，
是否合乎对经典文本的理解法则，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转换工
作，教育思想史家获得了解释过去教育思想合法性依据。不顾历史语境，只是就
概念论概念，或者想当然地以为某位教育思想家所使用的概念，就理所当然地具

有某种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含意。例如，杜威的“经验”或“生活”概念、赫尔巴特
的“兴趣”概念、洛克的“德行”概念，等等。
基于语义的教育思想史研究，使得“望文生义”得以盛行，并使得对于过往

教育经验乃至教育思想的理解陷入肤浅化。从语境出发而不仅仅从语义出发来
理解经典文本，能够为避免历史研究错位问题提供方法论保证。实现从语境出
发来理解孔子或《论语》的意图，是由作者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来做保证的:“每次
读《论语》，最想知道的，是孔子到底如何授业。”［7］从这个问题出发，《孔子授业
研究》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目标:“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
不在于提供什么看法，而在于撇开什么看法，即去除对原始资料的先入之见，排

除阅读障碍。”［8］

二、语境中的孔子授业意图

语境、授业及其意图，构成了《孔子授业研究》始终关注的焦点。对孔子授
业行为的明确理解，取决于对孔子授业行为意图的理解。而要理解孔子授业的
意图，却又必须要把孔子授业行为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来理解。语境是说话人说
话或提出某种观点的状态或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在日常的交流中还是在严格的
文本写作中，语境都是文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并且是作为文本的隐含部分而存

在。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则对文本的理解，就变成对文本的望文生义。当授业成
为一种与教化有关的行动时，要理解孔子的授业行为，就不能不理解孔子授业的

意图，也就是孔子为何去授业以及孔子为何以那种特定的方式去授业。由此而
引发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孔子言说的意图? 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语境所

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还原孔子言说的语境? 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一个语言

行动之意图的理解，在历史文献资料非常有限的背景下，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情。对于理解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而言，尤其困难。单纯依据文本并通过
文本分析来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 即孔子为何授业) 的问题，容易因为语词所蕴

含的语义上的变化而出现“以今度古”的问题。《论语》作为对话体文献，虽然记
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问与对，但语词意义的历史性语境是“孔子授业研究”绕不
过去的障碍。
哈贝马斯指出，“言语者在一定的语境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图，具有基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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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种主张意味着，理解由经典文本而显现出来的概念与语词，是把这些概
念与语词看作是一种言说行为。在此言说中，所谓理解经典文本的意义，也就是
努力去把握言说者的意图。“语言表达的意义与( a) 语言表达的意图、( b) 语言
表达的内容、( c) 其在言语行为中的使用方式之间存在三重关系。”然而这个目
标的实现需要借助于语境，“参与的行为者都努力在共有的生活世界当中，根据
共同的语境解释来一起确定其行为计划。”［9］正是通过语境，言说者的意图乃至
语言表达的内容才得以正确地理解。根据哈贝马斯，意义的理解，关键是对言说
者意图的理解，而理解言说者的意图，就不能不考虑语境。这是有关意义理论的
系统阐述，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表征《孔子授业研究》所隐含的方法论之说明。
范梅南关于词语意义的生活方式立场，对于说明语境在理解词语意义中的

重要性，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范梅南指出，“曾经反映出生活意义、描绘了生
动的世界的语言，现在已经变得残缺不全、毫无生气、空洞乏力，失去了昔日的表
意功能。”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们那里，都会有
其对该词语的自己的理解。这种对词语的不同理解，所反映的，是不同时代人们
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范梅南对“关心”一词的理解。要注意的是，范梅南这
里所阐释的，并不仅仅是“关心”词语的含义，更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关心所
产生的体验。对“关心”一词的阐释让我们看到，关心的本质以及过度关心所可
能引发的问题。而当人们试图对“关心”一词进行新的意义建构时，这种赋予新
的意义的尝试，则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重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生
活方式和词的意义之间，存在着每个研究者都不能忽略的联系。所以范梅南说，
“恢复或找回‘care'的本质真义并不仅仅是作简单的词源学分析或词语用法的
解释，相反，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重构……”。［10］词意义背后的生活方式，才是最
需要我们关注的对象。在许多时候，人们只是谈论词语的意义，而忽略了隐藏在
这个意义背后的生活方式。语境，正是提供了类似生活方式的背景作用。凭借
语境，我们才得以准确地理解经典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与沟通，人们的相互理解，正是由语境来提供基础和前提。
虽然《孔子授业研究》并没有引证上述不同学术流派关于语词意义、语言意

义及其与语境的关系的主张，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孔子授业研究》始终把对孔
子授业行为的理解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来进行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每
个时代的人们，关于所处时代的记载，一般主要关注在当时人们看来值得记载的

东西，无须记载当时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正是习以为常的情况，才是某种事
情的基本的事实。这种基本事实，正是后人无从得知又难以体察的情况。”［11］这
里所谓“习以为常的情况”，借用剑桥学派的话语，那就是“惯例”，一种“默示的、
被预设的语境”，是“流行于过去特定语境下的默示假设和实践”，而“对惯例的
理解，无论多么隐含，仍然是理解所有类型言语行动的必要条件”。“历史学家
面临的双重困境，他要探索和说明过去的惯例……这样的惯例在历史资料中从
不会被彻底无余地说明。”［12］但是，原始资料和历史条件能够为理解这些惯例提
供线索，从而为克服历史研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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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双重困难，《孔子授业研究》则是通过双重努力来克服历
史学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的。这双重努力分别体现于《孔子授业研究》的“内
篇”与“外篇”。“内篇”主要是基于《论语》而作的意图分析。但这种意图分析
不同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分析，而是通过将文本整体局部化，然后通过建立文本与

文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而梳理出孔子授业的意图所在。麻烦之处在于，教
育史研究者如果不作出巨大的努力，就不能够恢复若干年代前某个人物授业行

为的语境( 情境) 的。《论语》文本的简略以及语体记载的局限，使得仅仅从《论
语》文本来探寻孔子授业的语境，又显得极为不够。为此，《孔子授业研究》又借
助“外篇”，将对语境的考察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通过对先秦儒家诸如荀
子、孟子所传文本的考察，通过对《大学》《学记》等经典文本的考察来实现对语
境的还原。唯有在语境的基础上，特定的经典文本的观念才能够得以理解。任
何一个文本，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因而语境构成了文本的隐含的部分。《荀
子》《孟子》《大学》《学记》虽然与孔子并不处于同一个时代，但作为一脉相传的
思想体系，都共享一个较大的传统，因而这个较大的传统能够提供一个支持性的

理解文本的背景条件。同时，《荀子》《孟子》《大学》《学记》又处在一个连续的
传统之中。这个连续的传统尽管会因为突发的历史事件而发生断裂，从而产生
一个新的传统，但至少在这个传统的连续体内，语境是共有的。
上述双重努力所获得的结果是，孔子授业意在“君子之教”，属于“德行之

教”，“这种德行之教，又有别于一般的伦理之教，而属于以礼乐为核心的价值观
念的伦理之教”，［13］以“弟子修身为本，行为指导为辅”［14］同时它又是诗、书、礼、
乐之教，为用而学，因学而教。概言之，孔子授业既“教弟子学”，又“长善救失”。
对语境和文本的双重分析，孔子授业的真实意图才真正显露出来。可以这样说，
《孔子授业研究》的“内篇”立足于孔子授业的具体语境分析，而“外篇”根据《荀
子》《孟子》《大学》《学记》有关记述和论述，则对孔子授业的总体背景语境，作
出了与“内篇”可相互参照的语境分析。“内篇”是基于《论语》而作出的语境分
析，而“外篇”则是对孔子授业意图理解所作的历史条件分析。语境和文本的双
重分析，或原始资料与历史条件的的阐释，使得孔子的授业意图———“君子之
教”、“德行之教”、“教弟子学”等，既满足了观念史研究所必须的真实性要求，同
时也实现了当下学术著作的创新性要求。
《孔子授业研究》关于“有教无类”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图与语境双
重分析的极好范例。作者指出，“关于‘有教无类 '以至孔子有关‘教 '‘诲 '的其
他言行，常有争议。其中一个原因是以今度古，忽视孔子时代‘教 '与‘诲 '情境
同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教育 '情境的区别。”［15］这种立场实际上与斯金纳的取
向不谋而合。斯金纳指出，“我们可能‘发现 '某位著作家持有某一论点，而在原
则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罢了。”［16］这就是
说，对于经典文本中的语词或概念的理解，必须要从语境出发，而不是孤立地从

语言的意义出发。语境的不同，实际上所表达的，是教育方式的不同。“教”的
意涵的差异，所显示的，恰恰是教育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当人们试图以现今的教

—511—



育生活方式来理解孔子所处时代以及孔子的教育生活方式，那么“以今度古”的
问题也就不可避免。

三、《孔子授业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关研究的对象与研究方法之关联的理论。当研究的对象
在本体和性质上发生转换时，则这种转换必定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要求。
从本质上讲，研究的方法是用来理解和把握对象世界的工具。对研究对象的不
同预设，则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变革。因此，从研究方法论出发，则对对象的重新
设定或解释，往往预示着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当孔子的授业行为，特别
是孔子授业的语言行为，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时，则对此对象的理解，就必定

要求实现方法论上的转换。通过授业行动来理解孔子，进而把握孔子的教育思
想，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史的独特范式，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孔子授业研究》将孔子授业作为研究对象，力图把孔

子的授业行动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努力去理解孔子授业的意图。迄今关于孔子
的教育思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在努力尝试回到孔子那
里，对孔子的言论进行解读，以期获得对孔子的时代认识。然而，明确提出回到
中国教育文化的源头，努力澄清孔子授业之事实，却是此前所有研究孔子教育思

想文献所不曾提出过的问题。授业作为孔子的行动，比不得通过孔子言论而呈
现出来的孔子之授业( 教育) 的思想。同时，对于一项行动的的探讨，亦有多种
可能性。例如，由具体行动方式而折射出来的行动意识、这种行动意识在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的可理解性以及这种行动意识对于后代所产生的影响，对于人类教

育活动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如此等等。这是一个有关教育思想或教育观念史
的研究范式的转换，即把研究的视角从孔子的教育思想投向孔子的教育行为

( 实践) ，并把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当时的教育生活方式、文本的语义与语境有机
地结合起来，以此揭示孔子教育思想的本有之义。
二是在研究取向上，“历史的”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的有机地结合，为实

现回归我国教育文化源头奠定了基础。《孔子授业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既
不同于传统的教育思想研究对经典文本的意义阐释，也不同于在哲学抽象层面

展开的教育观念史研究。一直以来，西方思想史研究就有美国的“历史观念史”
学派( 以美国学者阿瑟·洛维乔伊为代表) 和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
派”之分歧。前者把思想史的研究聚集于“观念的单元”，关注经典思想家的经
典著作，并把经典著作作为思想研究的惟一材料;后者则把注意力从关注经典文

本转向语境，“要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那些观念和信念”。［17］斯金纳指出，“我们
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

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

本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18］这种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被斯金纳称
之为“历史的”方法，以有别于洛维乔伊所倡导的“哲学的”方法。概言之，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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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史研究强调语义，而后者的观念史研究则更加突出语境。与上述两种思
想史研究取向不同，《孔子授业研究》以历史的哲学的分析为研究取向。这种研
究的价值取向反映在《孔子的授业研究》著作中，既以经典著作《论语》为分析材
料，同时又将这种分析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力图使文本在历史的语境中有其本有

之义，同时也努力使通过本文来寻绎孔子授业行动的语境，从而还原孔子的授业

行动。
三是研究方法上，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相互支撑。与上述“历史的”研究与

“哲学的”研究相呼应的，则在研究方法上的语境分析与文本分析的同时展开。
在《孔子授业研究》中，经典文本分析仍然是重要的分析工具。而对孔子授业意
图的理解，又总是把文本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放在语境分析中，通过对语境的分析

来实现对经典文本的准确理解。对孔子授业研究的双重分析，既不同于传统的
教育思想史研究对文本分析的专注，同时也不同于“剑桥学派”侧重于将思想和
观念置于语境之中，从而实现了把经典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语义、语境和语用的有
机结合。思想是在行动中呈现出来的。然而，行动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身体的有
意向的活动，它同时还包括在特定的环境下与特定的对象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语

言行为。当经典文本被视为一种语言行为的结果时，那么对孔子授业行为的理
解，就变成对特定时代的孔子的本有思想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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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Connotation of Pedagogical Ideas: Action，
Intention and Co-text: Interpretation on Chen Guisheng's

Confucius Teaching Ｒesearch Methodology Thoughts

ZHOU Xingguo
(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241000，China)

Abstract: Mr． Chen Guisheng's book“Confucius Teaching Ｒesearch”takes Confucius teaching as
research subject，and view the“Analects”of Confucius as record of his teaching practice，i． e．
education practice ( teaching ) reveals by words． In order to grasp the question how Confucius
taught，the book mainly starts from context rather than semantics to understand Confucius' teaching
intention． The creative work of “Confucius Teaching Ｒesearch”methodology mainly falls on:
research subject is Confucius teaching actions instead of pedagogical ideas; research orientation
combines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rganically and makes efforts to get
Confucius teaching intention from his teaching actions in context，backing to China's pedagogical
cultural origin; research methodology are mutually supported by text analysis and context analysis．
Key words: Chen Guisheng; Confucius; teach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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